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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对话理论视角下欧盟在华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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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原本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

危机的欧盟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ꎬ不仅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ꎬ而且其能力也被诟病ꎮ

在此情况下ꎬ欧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数字公共外交ꎬ积极塑造自身形象ꎮ 本文采用

对话理论的视角ꎬ通过内容分析和大数据网络分析方法ꎬ对新冠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

通过其官方微博在中国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形象“自塑”及其效果展开实证研究ꎮ

研究发现ꎬ疫情期间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主要向中国公众积极塑造四种欧盟形象ꎬ即

欧盟是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规范力量ꎬ是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ꎬ是中国在全球议题上

的合作伙伴以及新冠疫情下的“常态欧洲”ꎮ 但在与网民的互动和传播效果上ꎬ只有在新

冠疫情和中欧合作主题上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微博和中国网民评论显著相关ꎮ 总体来

说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开展的数字公共外交未能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ꎮ 不仅如

此ꎬ微博互动平台变成了二者对各自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再表达ꎮ 只有充分推动社交媒

体的双向互动性ꎬ避免“自说自话”ꎬ才能有效避免分歧ꎬ促进中欧相互理解ꎬ从而促进战

略互信的建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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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过去十几年来ꎬ一系列危机使欧盟产生了制度层面的形象危机ꎮ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中ꎬ欧盟面临全面的经济衰退风险ꎬ在随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欧洲主权债

∗ 本文为欧盟让􀅰莫内项目(Ｊｅａｎ Ｍｏｎｎｅ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欧盟形象和中欧关系建构” (项目编
号:５８６９５４－ＥＰＰ－１－２０１７－１－ＣＮ－ＥＰＰＪＭＯ－ＰＲＯＪＥＣＴ)和欧盟让􀅰莫内国际合作项目(Ｊｅａｎ Ｍｏｎ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重建
还是分裂:亚洲对欧盟的期待”(项目编号:６１１１６８－ＥＰＰ－１－２０１９－１－ＮＺ－ＥＰＰＪＭＯ－ＮＥＴＷＯＲＫ)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ꎮ



务危机期间ꎬ甚至出现了国家违约、国家破产的情况ꎬ欧盟的经济形象受到严重冲击ꎮ

而之后的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袭击ꎬ又使得欧盟各成员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ꎬ欧盟的

安全形象受损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的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抬头等事件ꎬ反映了欧盟内部出

现的分裂倾向ꎬ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形象也受到挑战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ꎬ欧洲疫情不断反复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疫情较为严重ꎬ欧盟各国未能在第一

时间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疫情ꎬ成员国缺乏协调、各自为政、关闭国界和互相拦截防疫

物资等成为新闻热点ꎬ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联盟和全球行动者(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ｔｏｒ)的国际

形象进一步受损ꎮ

与此同时ꎬ在武汉暴发新冠疫情之初ꎬ欧盟对于中国疫情防控的指责在中国的社

交媒体上产生了负面影响ꎬ而欧洲新冠疫情暴发后ꎬ欧盟自身抗击疫情表现又不如人

意ꎬ在中国引起了负面情绪的二次发酵ꎮ

为了修复并重构自身形象ꎬ欧盟层面更加强调公共外交的作用ꎮ 在新冠疫情全球

大流行背景下ꎬ欧盟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ꎬ积极向外界介绍欧盟应对疫情的各项举

措ꎬ展示欧盟的“抗疫”成果ꎮ 本文旨在研究欧盟应对疫情过程中运用以社交媒体为

主的数字公共外交进行自身形象塑造这一尚未被深入研究的议题ꎬ采用对话理论视

角ꎬ通过内容分析和网络分析的方法试图回答三个研究问题:(１)新冠疫情期间ꎬ欧盟

驻华使团如何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活动? (２)新冠疫情期间ꎬ欧盟驻华使馆试图向中国

网民塑造什么样的欧盟形象? (３)欧盟在中国的形象“自塑”多大程度上有效? 中国

网民的反馈如何? 在此研究基础上ꎬ本文还将进一步讨论数字公共外交对中欧双方促

进沟通、相互理解、建立互信的启示ꎮ

二　 数字公共外交和欧盟实践

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ꎬ自 １９６５ 年美国退休外交官艾德蒙德􀅰古利

恩(Ｅｄｍｕｎｄ Ｇｕｌｌｉｏｎ)在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创建了爱德华􀅰默罗

公共外交中心(Ｅｄｗａｒｄ Ｒ. Ｍｕｒｒｏｗ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后ꎬ通过与外国公众接

触来更好地实现外交目的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公共外交便进入人们的视野ꎬ并逐渐成为

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一门显学ꎮ

随着全球化和传播技术的发展ꎬ公共外交的实施也逐渐发生一些新的变化ꎮ 自

２００５ 年起ꎬ“新公共外交”的概念就不断被学者们提出ꎮ “新公共外交”的“新”首先是

指公共外交主体的变化ꎮ 梅利森(Ｊａｎ Ｍｅｌｉｓｓｅｎ)强调ꎬ公共外交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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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ꎬ而有了新的延展ꎬ也包括国际多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ꎬ还特别将联合国和欧盟

作为公共外交实施主体进行举例阐释ꎮ① 鉴于此ꎬ卡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ｕｌｌ)直接把公共外

交定义中的实施主体从国家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改为国际行动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ꎬ指
出新公共外交是国际行动者通过与外国公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ｕｂｌｉｃ)接触而管理其国际环境

的一种努力ꎮ② 帕门特(Ｊａｍｅｓ Ｐａｍｍｅｎｔ)对公共外交的主体做了进一步补充ꎬ把激进

主义者和博客主等也加入公共外交信息发布者的行列ꎮ 可见ꎬ政府领导者和外交官的

个人博客和社交媒体账号也越来越多地承担实施公共外交的职责ꎮ③

其次ꎬ“新公共外交”强调新的互联网传播技术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ꎬ④互联网传播的“互联”性质可使信息在本国和他国同时流动ꎮ 因此ꎬ公共外

交信息和本国公共事务(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常常可以既影响国际公众也影响国内公众ꎬ在
“新公共外交”时代ꎬ他国公众和本国公众的区分变得模糊ꎮ

再次ꎬ由于新的传播技术的运用ꎬ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和外国公众的沟通和传播

方式产生变化ꎬ更加突显双向交流ꎬ所以梅利森指出ꎬ“新公共外交”更多的是需要与

外国公众接触(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成功的外交政策尤其需要与外国公众进行对话( 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ꎮ⑤ 帕门特认为ꎬ双向交流是“新”公共外交的核心要素ꎬ强调“新公共外交”已
经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发布ꎬ不再只是政府和外交人员的独角戏(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ꎬ而应该具

有对话的(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ａｌ)、合作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和包容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性质ꎬ并特别强调需

要利用新的数字技术平台(如社交媒体)的优势实现与外国公众的对话ꎮ⑥

可见ꎬ不仅新的传播技术在公共外交中越来越受到重视ꎬ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共外

交主体把数字化的平台看成新公共外交的载体ꎮ 逐渐地ꎬ不同公共外交主体也把数字

世界变成它们吸引数字民众注意力的竞争性平台ꎮ⑦ 通过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性ꎬ外
交官可以与公众实现关系建构ꎬ社交媒体上虚拟使馆账号也可以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

题提供讨论的平台ꎮ 由此ꎬ２１ 世纪的数字技术通过新型的公共外交形式在国际关系

中正式登台ꎮ 公共外交的数字化(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数字外交(ｄｉｇ￣

１５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ｎ Ｍｅｌｉｓｓｅｎ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ｉｎ Ｊａｎ Ｍｅｌｉｓｓｅｎ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３－２７.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ｕｌｌ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ＵＳ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２００９.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ｍ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
Ｊａｎ Ｍｅｌｉｓｓｅｎ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Ｉｂｉｄ.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ｍ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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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和数字公共外交(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的概念也被正式提出ꎮ①

麦勒(Ｉｌａｎ Ｍａｎｏｒ)对数字公共外交的定义是与数字社会的成员接触ꎬ把自我独白转变

成对话、接触和长期的关系建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新公共外交形式ꎮ②

综合前人研究ꎬ我们可以对数字公共外交做如下完整定义:数字公共外交是指包

括国际多边组织、政府机构、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国际行动者借助数字技术和

社交媒体开展的与外国公众接触、以实现对话和长期关系建构为目标的传播活动ꎬ从

而更好地实现外交目的和实施外交政策ꎮ

近年来ꎬ也有学者把数字公共外交称为推特外交③、新媒体公共外交④、网络公共

外交⑤、社会化媒体公共外交⑥和公共外交 ２.０⑦ 等ꎮ 无论哪一种名称ꎬ研究者都越来

越强调公共外交在数字化传播时代的战略性以及数字公共外交中主体与客体的对话、

互动和关系建构ꎬ数字公共外交的研究也更具跨学科性质ꎬ包括了政治传播、战略传播

和公共关系等ꎮ

从实践方面而言ꎬ过去十年来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ｎｏｒｍ)ꎬ而不是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ꎮ 研究表明ꎬ目前有 ９７％的联合国成员国政府、４６００

多个大使馆和 １４００ 多名大使活跃在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上ꎮ⑧

欧盟对数字公共外交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比较早ꎬ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实施是从莫盖

里尼成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接手欧盟对外行动署(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

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后开始的ꎮ 在她的推动下ꎬ基于社交媒体的数字公共外交在欧盟对外战

略传播中发挥了绝对关键的作用ꎮ 莫盖里尼曾说:“事实证明ꎬ推特是一个革命性的

社交网络ꎬ甚至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ꎮ 这是一个非凡的外交和沟通渠道ꎮ 这就是为什

么从我上任之初ꎬ我们就一直在与迈克尔􀅰曼和战略传播部门合作ꎬ努力使推特成为

我们外交的基本工具之一ꎮ”⑨她对社交媒体的使用ꎬ对其在后里斯本时代成为欧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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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外交领导者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①

此外ꎬ«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也特别指出ꎬ欧盟将加强战略传播ꎬ投

资并整合不同领域的公共外交ꎬ将欧盟外交政策与公民联系起来ꎬ更好地与其他国家

沟通ꎬ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与当地公民进行沟通ꎮ② 为此ꎬ欧盟加大对欧盟对外行动

署社交媒体职能的发展投资ꎮ

在这两个背景下ꎬ欧盟对外行动署加强了总部和驻各国欧盟代表团的数字外交战

略ꎬ强调不仅使用数字技术和当地民众沟通ꎬ如数字化的音视频等ꎬ而且特别重视通过

欧盟代表团所在国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ꎬ并为所有新任大使提

供岗前培训ꎮ 例如ꎬ欧盟对外行动署总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主要通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 平台进行数字公共外交ꎬ欧盟驻日代表团也通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 平台与日本公众接触ꎮ

不过ꎬ欧盟驻韩国代表团主要通过韩国公众普遍使用的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进行数字公共

外交ꎬ欧盟驻华代表团则开通了新浪微博账号ꎬ通过中国公众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平

台———微博ꎬ与中国公众交流ꎮ 欧盟机构及其驻各国代表团通过当地普遍使用的社交

媒体平台发布与欧盟相关的信息ꎬ在重大事件上表明欧盟立场ꎬ展示双边关系重要活

动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性与当地民众接触和沟通ꎮ 除了平台ꎬ欧盟还特别指出ꎬ

语言的选择对欧盟成功的社交媒体策略至关重要ꎬ以当地语言参与社交媒体是欧盟所

有驻外代表团的最佳做法ꎬ例如曾强调如果不用阿拉伯语向阿拉伯世界进行传播ꎬ公

共外交将毫无意义ꎮ③

在欧盟数字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的指导思想下ꎬ欧盟驻华使团在微博社交媒体平

台上积极开展对中国民众的有关欧盟的信息传播和公共外交活动ꎮ 其官方微博账号

“欧盟在中国”(＠ ＥＵ ｉｎ Ｃｈｉｎａ)注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近几年的活跃度不断上升ꎮ 据笔

者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该账号共拥有粉丝 ３４ 万ꎬ累计发布微博 ９７００ 多条ꎬ且微博

内容均用中文发布ꎮ “欧盟在中国”微博账号是欧盟驻华使团与中国网民交流互动ꎬ

阐释欧盟政策和诠释中欧关系的重要阵地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目前欧盟驻华使团尚未开

通官方微信公众号ꎬ其数字公共外交主要通过欧盟驻华使团官方网站和微博开展ꎬ不

过官方网页的更新并不及时ꎬ而且不具有与网民的互动性ꎬ因此ꎬ本研究聚焦欧盟驻华

使团的官方微博对欧盟数字公共外交实践及其效果进行深入剖析ꎮ

３５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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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话理论和数字公共外交

对话理论强调利益攸关者和公众之间的双向信息流动ꎬ建构利益攸关者和公众之

间的真正关系ꎮ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ꎬ肯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ｎｔ)和泰勒(Ｍａｕｒｅｅｎ Ｔａｙ￣

ｌｏｒ)的«通过互联网建构对话关系»一文因聚焦互联网环境对建构传播主体和公众之

间对话关系的潜力ꎬ①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ꎮ 随后ꎬ很多学者对博客和社交媒体作为

对话案例展开研究ꎮ②

对话理论的最早研究可追溯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马丁􀅰布伯(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ｂｅｒ)关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宣传经验的«我和你»ꎮ③ 布伯也被称为对话理论之父ꎮ 在其之后ꎬ

卡尔􀅰罗杰斯(Ｃａｒｌ Ｒｏｇｅｒｓ)、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等学

者分别从心理学和解释学等角度研究对话理论ꎮ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Ｂａｋｈｔｉｎ)把对话理论用于文学批判中ꎬ强调语言的本质

是经过转述的评价ꎬ也就是转述语言ꎮ 在巴赫金看来ꎬ语言背后包含特定的自然或社

会制约ꎬ而对他人话语的转述ꎬ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制度所外显的思想观念上的碰撞ꎬ是

两种话语的“对话”ꎮ 因此ꎬ在传播学的研究中ꎬ对话理论经常被用于讨论传播主体与

其受众的互动关系ꎮ④ 人类的交流非常复杂ꎬ而对话理论在研究过程中ꎬ更加关注语

言背后交流者个人身份带给语言的特征ꎬ强调了语言背后文化背景的复杂性ꎮ⑤

对话理论对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自然环境的强调也引发了国际传播

和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ꎮ 周翔和户庐霞关于中国主流媒体推特账号对外传播的研

究表明ꎬ“对话理论”对于提高受众参与话题有很强的推动力ꎬ甚至可以在舆论事件中

起到引导效果ꎬ然而过度人为创立“对话”ꎬ增加用户的理解成本ꎬ反而会使得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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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性降低ꎮ① 而另一项关于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研究则认为ꎬ为了解决“对话”双方

的自然与社会背景差异ꎬ应该邀请外国人讲述中国的故事ꎬ由传播主体使用“他者”视

角理解纪录片开始进行对话ꎬ而不是由受众使用“他者”视角来观看纪录片ꎮ②

罗恩􀅰皮尔森(Ｒｏ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将对话理论引入到公共关系学中ꎬ强调公共关系主

体和客体间的对话关系ꎮ 随后肯特和泰勒继续皮尔森的研究ꎬ提出公共关系对话理

论ꎬ他们总结了公共关系对话的五个要素:相互性(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接近性(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ｉｔｙ)、移

情性(ｅｍｐａｔｈｙ)、风险性( ｒｉｓｋ)和承诺性(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ꎮ 虽然这些特征不一定在每次

对话互动中都必然存在ꎬ但在传播主体和客体建立的对话关系中ꎬ这些原则存在得越

多ꎬ对话双方建立的关系就越强ꎮ③

新媒体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公共关系对话理论影响媒体与受众关系的关键节点ꎮ

一项关于中国电视访谈节目的研究表明ꎬ新媒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创造了一个可以进

行“对话—交流”的平台ꎬ使得电视节目颠覆了以往的“传者—受众”的传播关系ꎬ受众

拥有了主动性ꎮ④ 另一项关于电视公益广告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侯建波通过分

析公益广告的文本内容ꎬ发现电视文本已经转变为具有多模态互文性的文本ꎬ文字内

部关系更加复杂ꎬ使得文本信息不再由单线条传输ꎬ而是组成了一个语义网络进行传

播ꎮ⑤

而在政治传播领域ꎬ研究者也认为总统候选人的对话传播通过发声与倾听两个过

程影响候选人的传播效果ꎬ进而形成特定的候选人与选民的关系ꎮ⑥

数字公共外交强调公共外交实施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与客体(外国公

众)的双向交流ꎬ以实现对话和长期关系建构ꎮ 虽然数字公共外交实际承认了“对话”

和传播主客体“关系建构”的重要性ꎬ但是在数字公共外交领域使用对话理论视角的

论述和分析却相对较少ꎮ 本研究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ꎬ前文梳理的对话理论在政

治传播、公共关系和国际传播领域的交叉运用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ꎮ

５５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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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欧关系不断发展、中欧联系不断密切ꎬ欧盟十分重视在中国的形象塑造ꎮ

早在 １９９８ 年ꎬ欧盟就在其«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文件中ꎬ提出要提升欧盟

在中国的形象ꎮ① 在社交媒体尚未大规模推广时ꎬ欧盟主要依靠线下的公共外交活动

以及中国媒体对于欧盟的报道进行形象塑造ꎬ欧盟及其驻华使团自身的信息发布也主

要集中在其官方网站中ꎬ是一种“被转述”的形象塑造过程ꎮ 数字公共外交因社交媒

体平台开放、互动的特点使得欧盟可以较为灵活自主地发布内容ꎬ建构自身形象ꎬ同时

与中国网民交流ꎬ不过欧盟试图在中国“自塑”什么样的形象? 欧盟的数字公共外交

多大程度上建构了与中国网民的对话关系? 关于这两个问题ꎬ学界目前还尚未有相关

研究ꎬ因此ꎬ本研究也试图在这两方面做出初步的研究贡献ꎮ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搜集了欧盟驻华使团在中国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ꎬ即“欧盟在中国” (＠

ＥＵ ｉｎ Ｃｈｉｎａ)新浪微博账号ꎬ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发布的全部微博内容ꎬ共

计 ２３４ 条ꎬ包含其微博原文内容、多媒体链接和传播数据等ꎻ同时ꎬ抓取了这 ２３４ 条微

博的所有可见评论ꎬ②共计 ３２０１ 条(选取 ３ 月开始是因为新冠疫情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在

欧洲大规模暴发ꎬ而 ６ 月为欧洲第一波疫情基本结束)ꎮ 然后ꎬ笔者对研究样本进行

内容分析和网络分析ꎮ

在内容分析中ꎬ本研究首先考察欧盟使用官方微博发布信息的基本情况ꎬ如发布

频率、是否原创和转发来源等ꎮ 其次将欧盟形象“自塑”这一概念进行操作化ꎬ对微博

原文内容进行编码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ꎬ以分析欧盟在微博平台上所塑造的自我形

象ꎬ探究其采取的数字公共外交策略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欧盟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ꎬ提出

了欧盟六项优先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欧洲绿色新政”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欧洲”(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服务于民的经济”(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ａｔ 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欧洲”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推广我们欧洲的生活方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欧洲民主

新进程”(Ａ ｎｅｗ 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ꎮ 这些优先政策也明确了欧盟对外形象

塑造的新方向ꎬ即绿色欧洲形象、数字欧洲形象、经济强大的欧洲形象、有国际影响力

的欧洲形象、欧洲价值观形象和欧洲的民主形象ꎮ 在这些形象中ꎬ除了绿色欧洲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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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动者形象比较积极外ꎬ①其他几个方面的正面形象虽有一定基础ꎬ但是并不突出ꎬ

有些甚至因欧盟十多年来遇到的各类危机而产生不少负面影响ꎮ② 由于英国脱欧的

后续谈判工作还在进行ꎬ加上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来欧洲开始大规模暴发的新冠疫情ꎬ成员

国各自关闭边境、缺乏协调和欧盟机构领导力的缺失ꎬ“欧洲一体化”形象也成为欧盟

对外形象塑造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因此ꎬ本研究在这七个政策 /形象框架下对“欧盟在

中国”的形象自塑进行编码分析ꎮ 其他编码变量还包括微博内容涉及的欧盟对内对

外关系以及新冠疫情等ꎮ 变量的编码由两位研究人员参与ꎬ欧盟政策 /形象框架编码

者间信度卡帕(Ｃｏｈｅｎ’ｓ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９９４ꎬ主体对内对外关系编码者间信度卡帕系

数为 ０.８６８ꎮ 内容分析可以帮助回答研究问题一和研究问题二ꎮ

在大数据网络分析中ꎬ本研究对微博原文内容与评论区内容分别进行语义网络分

析ꎬ获得其对应的聚类网络ꎬ并通过比较网络中主要议题的聚类程度及差异性ꎬ分析欧

盟形象塑造的呈现及与中国网民对话的数字公共外交效果ꎮ 在分析微博原文语义网

络与微博评论语义网络的相关性上ꎬ本研究则采用了二次指派程序(ＱＡＰ)的方法ꎬ通

过比较矩阵间的相关程度ꎬ判断两种网络议程间的相关关系ꎮ

此外ꎬ笔者也采用话语分析方法进一步解读语义网络分析的结果ꎬ以更加全面地

了解欧盟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公共外交的效果ꎮ 网络分析和话语分析可以帮助回答研

究问题三ꎮ

五　 研究发现:欧盟形象“自塑”

(一)“欧盟在中国”微博发布情况概述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至 ６ 月“欧盟在中国”发布的 ２３４ 条微博中ꎬ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共

有 １３６ 条ꎬ占 ５８％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３ 月和 ４ 月“欧盟在中国”发布的新冠疫情相关

微博超过当月微博总数的 ５０％ꎬ分别达到 ５８％和 ９０％ꎻ而 ５ 月和 ６ 月新冠疫情相关微

博则大幅减少ꎬ只占当月微博总数的 ３２％和 ２４％ꎮ

７５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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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欧盟在中国”２０２０ 年 ３－６ 月微博发布数量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与欧洲疫情进程相比较ꎬ２０２０ 年 ４ 月是欧洲疫情的拐点ꎮ 从 ２ 月底陆续出现新

冠确诊病例以来ꎬ欧洲各国的单日新增病例逐渐上升ꎬ在 ４ 月中旬达到峰值ꎮ 在“保

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实施后ꎬ欧洲新增病例数量出现下降ꎬ疫情发展速度放缓ꎬ欧

洲开始在防疫的同时恢复生产生活ꎮ 由此可见ꎬ随着疫情对欧洲的冲击逐渐减小ꎬ新

冠疫情不再是欧盟数字公共外交策略中最重要的议题ꎮ

这四个月期间“欧盟在中国”８９％的微博都是原创内容ꎬ共 ２０９ 条ꎮ 而在 ２５ 条转

载的微博中ꎬ如图 ２ 所示ꎬ有 ２０ 条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官方认证微博ꎬ包括德国、荷兰、

芬兰、瑞典等ꎬ其中德国驻华大使馆的两个官方账号“德国驻华大使馆”和“德国印象”

被转载的次数最多ꎬ共 １１ 条ꎮ 与过去主要依靠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形象塑造和

通过线下公共外交活动进行传播不同ꎬ社交媒体平台为“欧盟在中国”等一系列欧盟

及其成员国的官方微博账号获得了主动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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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欧盟在中国”２０２０ 年 ３－６ 月微博转载账号分布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除此之外ꎬ由于微博内容较为简短ꎬ每一条微博能关注到的报道主体较为有限ꎮ

由图 ３ 可以看出ꎬ“欧盟在中国”账号虽然是欧盟驻华使团的官方微博ꎬ与中国受众有

较强的联系ꎬ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信息仍然占据微博内容的主要部分(５７％)ꎬ涉及中

国的占 ２１％ꎬ而有关中欧关系的相关内容只占 １３％ꎮ

图 ３　 “欧盟在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３－６ 月的微博主体分布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９５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二)新冠疫情中欧盟的国际形象塑造———负责任的规范力量

在“欧盟在中国”的 ２３４ 条微博中ꎬ欧盟行动中心度(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占比不同ꎬ其中有

７０ 条主要关于某成员国或中国ꎬ其中只是提到一句欧盟或没有欧盟ꎮ 为了探究欧盟

对自身形象的塑造ꎬ本研究筛选出欧盟行动中心度较高的 １６４ 条微博进行具体分析ꎮ

在七个欧盟政策 /形象框架中ꎬ如图 ４ 所示ꎬ“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欧洲”这一政策和形

象框架占总数的 ４９％ꎬ几乎是其他几项的总和ꎬ而且欧盟政策 /形象框架与新冠疫情

主题的微博有显著相关性(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 ０.４４１ꎬ ｐ<０.００１)ꎮ 在欧洲疫情先上升后缓和

的这四个月中ꎬ欧盟非常重视其作为代表欧洲的区域性组织和重要国际组织在全球抗

击新冠疫情中的负责任的规范力量的国际形象ꎮ

图 ４　 “欧盟在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３－６ 月欧盟政策 /形象框架分布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在有关新冠疫情的微博中ꎬ“欧盟在中国”突出欧盟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责

任与倡导ꎬ以及做出的努力和贡献ꎬ例如“欧盟正在为全球的抗疫努力和有需要的人

员和国家提供支持”(３ 月 ２０ 日)ꎻ“作为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全球应对措施的一个部

分ꎬ欧盟正加紧对其西巴尔干伙伴的援助” (４ 月 ２０ 日)ꎻ“欧洲联盟将与全球合作伙

伴共同启动募捐行动———全球应对冠状病毒行动”(４ 月 ２７ 日)ꎻ“是时候为我们理想

中的世界而奋斗了ꎬ国际公益组织‘全球公民运动’(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和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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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举办名为‘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ａｌ Ｕｎｉｔｅ’的特别峰会和音乐会” (６ 月 ２３

日)等ꎮ 可见ꎬ这些官方微博内容尤其强调欧盟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资金援助和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背书ꎬ维护世界公共卫生秩序的规范ꎬ以及帮助中国及其他国家地

区抗击新冠疫情所做出的努力ꎮ

此外ꎬ有关微博也强调欧盟维护多边主义更人文的一面(３ 月 ８ 日)ꎬ以及在 ５ 月

１７ 日反对仇视同性恋、变性者和双性恋国际日(ＩＤＡＨＯＴ)强调“欧洲联盟向人类的多

样性致敬”ꎬ强调欧盟规范性的价值观(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ꎮ

(三)新冠疫情中欧盟的内政形象塑造———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

近年来ꎬ欧盟先后经历了英国脱欧、欧债危机、民粹主义抬头等风波ꎬ再加上外部

环境出现变化ꎬ其作为超国家组织的作用与价值受到质疑ꎬ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影响ꎮ

因此ꎬ在新冠疫情期间ꎬ欧盟塑造了一幅“在欧盟的引领下ꎬ欧盟各个成员国主动、积

极地合作抗疫”景象ꎬ强调欧盟作为欧洲各国团结合作的领导者形象ꎮ

在欧盟行动中心度较高的 １６４ 条微博中ꎬ５８ 条(２４.８％)主要关注欧盟内部关系ꎬ

而且在这些欧盟内部关系的微博中ꎬ欧盟会更积极地展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形象ꎬ既

涉及新冠疫情又涉及欧盟内部关系的微博ꎬ占欧盟内部关系微博总数的 ５２％ꎮ 在这

些微博中ꎬ欧盟以引领各成员国抗疫行动的引领者、促使成员国团结互助的指挥者形

象出现ꎮ

由图 ５ 可见ꎬ涉及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微博占涉及新冠疫情微博总数的 ４６％ꎬ欧盟

与成员国关系的微博占 ２６％ꎮ 新冠疫情初期ꎬ欧盟领导力缺失ꎬ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出

现了拦截防疫物资、援助不力的情况ꎬ使得如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最先暴发的国家对

欧盟的抗疫行动产生不满ꎬ也使得国际公众对于欧盟内部的团结与欧盟的协调力产生

怀疑ꎮ 因此ꎬ在欧盟的数字公共外交中ꎬ欧盟急需修复已经产生裂痕的欧洲一体化形

象ꎮ

这段时间ꎬ“欧盟在中国”微博大量引述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关于欧洲团结抗疫的言论ꎮ 通

过这些微博的发布ꎬ欧盟试图把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欧洲信任危机和公共卫生形象危机

转变为欧盟团结的新机遇ꎮ 在疫情中ꎬ欧盟看到了欧洲各成员国合作的新方式以及新

渠道ꎬ如 ４ 月 １７ 日所发布的微博内容:“现在是抛弃旧的分歧、争端和谴责的时刻ꎬ是

为新世界做好准备的时刻”ꎮ

１６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图 ５　 “欧盟在中国”在新冠议题上所展示的欧盟关系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在政策 /形象框架选择上ꎬ欧盟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对形象塑造产生了不同的倾

向性ꎬ且与内政形象塑造和外交形象塑造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 (见表 １)ꎮ

在展示欧盟外交关系时ꎬ欧盟倾向于展示其对世界议题的影响力与突出贡献ꎬ如新冠

疫情期间欧盟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秩序的维护(尤其是维护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ꎬ

以及对全球防疫经验的贡献等ꎮ 而在内政关系方面ꎬ欧盟则更关注改善推广欧盟成员

国人民生活方式、欧洲一体化和经济服务于民的政策框架ꎬ强调欧盟作为欧洲各国经

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引导地位ꎮ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ꎬ摆脱了前期防疫措施混乱的情

况后ꎬ欧盟开始关注欧洲疫情期间的失业问题ꎬ并且引导欧盟各成员国联合开展病例

检测、疫苗研发等相关项目ꎮ

表 １　 “欧盟在中国”微博的欧盟政策 /形象框架显著性检验结果

皮尔逊卡方值 显著性 克莱姆 Ｖ 系数

欧盟内部关系微博与欧盟内政政策 /形象框架 ８３.４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３

欧盟外部关系微博与欧盟外交政策 /形象框架 ８３.８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５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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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欧盟关于中欧关系的形象塑造———全球议题的合作伙伴

在涉及中国的 ５０ 条(占总数的 ２１％ꎬ见图 ３)微博中ꎬ研究发现其涉及议题非常广

泛ꎬ即使是新冠疫情ꎬ也只出现在其中 ２３ 条微博中ꎬ占涉华微博总数的 ４６％ꎬ而涉及中

欧双边关系的最多ꎬ占涉华微博总数的 ８２％ꎮ 除了中欧合作抗击新冠疫情外ꎬ其他全

球议题还包括环境保护、经济合作等ꎬ例如中欧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对

话和合作(６ 月 ２ 日)、保护野生动物(６ 月 ５ 日)、中欧环境合作项目(６ 月 １１ 日)和一

同倡导节约能源(６ 月 ２６ 日)等ꎮ 这些微博内容突显了中欧在这些全球性议题中的合

作伙伴关系ꎮ

在新冠疫情的合作方面ꎬ尤其以“＃携手更强＃”为标签ꎬ如 ３ 月 ２０ 日发表微博表

示“病毒不分国籍ꎬ也没有国界ꎻ＃ＣＯＶＩＤ－１９＃ 不是中国病毒ꎬ正如西班牙流感也不是

西班牙的ꎻ 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ꎬ需要全球合作ꎬ我们所有人必须携手努

力”ꎮ ４ 月 ４ 日中国全国哀悼日时ꎬ欧盟发布:“今天是中国的全国哀悼日ꎬ我们与中国

站在一起􀆺􀆺这是一场全球战疫ꎮ 唯有携手共同努力ꎬ欧盟、中国乃至全世界才能战

胜疫情”ꎮ

此外ꎬ在具体合作内容方面ꎬ欧盟并没有单方面强调欧盟对中国的援助或中国对

欧盟的援助ꎬ而是着重展示中欧在战胜新冠疫情过程中的双边合作ꎮ 例如ꎬ在 ４ 月 ７

日的微博中提道:“由西门子和澳柯玛合作研发的智能消毒机器人将用于支持中国的

防疫行动”ꎬ这是欧盟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抗疫的表现ꎮ 企业合作是体现中欧关系重

要的环节ꎬ在中国新冠疫情暴发阶段ꎬ欧洲企业参与中国企业发起的物资捐助活动是

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例如ꎬ４ 月 ３ 日的微博中提道:“欧洲的马士基集团及旗下

品牌丹马士响应菜鸟‘免费向武汉运输救援物资绿色通道’倡议ꎬ与多个物流企业一

起ꎬ免费从海内外为武汉地区运输社会捐赠的救援物资”ꎮ

不仅如此ꎬ研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ꎬ在有关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企业合作的微

博中ꎬ“成员国企业”这一特征并不是重点ꎬ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企业的欧洲身份的强

调ꎮ 例如ꎬ４ 月 ３ 日ꎬ“欧盟在中国”一共发布了两条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企业的合作信

息:一条是关于中国与丹麦的诺维信公司合作生产的消毒杀菌产品ꎻ另一条则是关于

丹麦物流运输公司马士基与中国的菜鸟配送合作向抗疫一线运输物资ꎮ 在微博中ꎬ丹

麦企业的特征被“欧洲的诺维信公司”和“欧洲的马士基集团”所替代ꎬ以及微博最后

的标签“＃欧盟抗疫＃”和“＃欧盟团结在一起＃”ꎬ都在发布成员国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强

调成员国的欧盟属性ꎮ

(五)新冠疫情中欧盟的其他形象塑造———新冠疫情中的“常态欧洲”

３６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时ꎬ欧盟也在积极保持其数字公共外交传播议题的多样性ꎬ

向中国网民塑造一种疫情下的“常态欧洲”形象ꎮ 在这期间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所有

微博中ꎬ有 ９８ 条(占 ４２％)与新冠疫情无关ꎮ 在对这些微博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ꎬ这

些与新冠疫情无关的信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欧盟在各项重要议题中的行动ꎻ另一类

是欧盟在中国举办的各类线上增加中国网民对欧盟认识的公共外交活动ꎮ

前者主要关注环境保护、人权保护和经济发展ꎮ 如 ３ 月 ５ 日的微博报道了欧盟委

员会递交«欧洲气候法»提案的新闻ꎬ展示了欧盟的绿色发展战略ꎬ塑造了在气候问题

上“负责任地区”的形象ꎮ 即使在疫情形势严峻的 ４ 月ꎬ该账号也在世界地球日发布

了关于保护环境的微博ꎬ表示:“今年地球正在应对另一个紧迫的挑战ꎬ但我们不会放

弃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ꎬ证明欧盟在疫情防控时也没有忘记欧洲绿色新政的承诺ꎮ

“＃灵感欧洲＃”主题也展现出欧洲民众的文化创意与常态生活ꎮ

后者是指在这四个月期间ꎬ除去世界性纪念日的相关微博ꎬ“欧盟在中国”共组织

了三次与中国网民的线上互动活动ꎬ分别为“欧盟媒体识读周”“中欧建交 ４５ 周年”和

“欧盟知识 ６０ 问”ꎮ 其中ꎬ“欧盟媒体识读周”主要宣传欧盟在信息公开、信息真实性

方面做出的努力与成果ꎬ“中欧建交 ４５ 周年”主要回顾中欧建交的大事记和阶段性成

果ꎬ“欧盟知识 ６０ 问”主要普及与欧盟有关的基础性知识ꎮ 作为活动发起者ꎬ欧盟通

过这些活动ꎬ主动向中国受众介绍欧盟的基础性概念和欧盟的价值理念ꎮ

这两类微博都在向中国网民表明ꎬ欧盟还是那个欧盟ꎬ其关注点、政策行动以及活

动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ꎬ尤其后一类活动都与新冠疫情无关ꎬ是欧盟对

华公共外交中的常规活动ꎬ其目的也是为了塑造一个一如既往的常态化欧洲ꎮ

六　 研究发现:欧盟形象“自塑”的传播效果

数字公共外交的双向交流和对话体现在社交媒体的点赞评功能ꎮ 网民可以在每

条微博原文下写评论ꎬ表达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感想ꎬ为实现公共外交实施主体和外

国公众的对话提供技术条件ꎬ使二者间的对话成为可能ꎮ 因此ꎬ考察评论区针对微博

原文评论的具体内容ꎬ可以了解多大程度上欧盟驻华使团与中国网民在数字公共外交

中形成对话关系ꎬ以及欧盟通过其官方微博“自塑”的形象多大程度上引起中国网民

共鸣ꎮ

(一)“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与评论区语义网络分析

本研究对“欧盟在中国”的 ２３４ 条微博原文和 ３２０１ 条评论做了语义网络分析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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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自的高频词和语义共现关系ꎮ 研究使用 ｊｉｅｂａ 分词对“欧盟在中国”的微博原

文及评论区文本分别进行了分词处理ꎮ 之后ꎬ使用 ＲＯＳＴＣＭ６ 提取分词后各词的频

数ꎬ对照微博本文过滤无意义停词ꎬ选取微博原文与评论区中频数排名前 ６０ 的词作为

高频词ꎬ并进行共现分析ꎬ分别构建微博原文与评论内容的共现矩阵ꎮ 得到共现矩阵

后ꎬ使用 ｇｅｐｈｉ－０.９.２ 进行可视化处理ꎬ分别得到了如图 ６ 和图 ７ 所示的聚类语义网ꎮ

图 ６　 “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聚类语义网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首先ꎬ在微博原文的聚类语义网中ꎬ研究发现“欧盟”与“欧洲”处于语义网的中

心ꎬ而其他高频词则按照共现关系被分为 ７ 类ꎮ “欧盟”与“欧洲”占据了中心地位ꎬ被

经常并列提及ꎬ以突出欧盟对欧洲的代表和引导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语义网中的动词ꎬ几

乎都与“欧盟”及“疫情”两词相关ꎬ如“行动”“合作”“采取”“帮助”“团结”等ꎻ而“欧

洲”则主要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名词相连ꎬ如“中欧” “主席” “政策” “外交” “安全” “未

来”等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欧盟在中国”在塑造欧盟形象时强调欧盟作为欧洲的超国家

组织ꎬ在实际行动上带领和引导欧洲发展国际关系、平衡国际局势ꎮ 而欧盟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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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常常代表欧盟发声ꎬ作为领袖和关键人物发挥作

用ꎮ

除去“欧盟”与“欧洲”两个核心关键词后ꎬ微博原文语义网并不存在其他较强的

共现关系ꎬ只有“疫情”与“中欧”这两个关键词作为时事热点被较多提及ꎮ 这说明欧

盟在进行自身形象塑造时ꎬ主要较为均衡地展示欧盟政策的各个方面:既有全球事务

又有与成员国关系ꎬ既有中欧关系又有内部事务的处理ꎬ而非刻意突出某一方面ꎬ这与

前文分析的欧盟通过官方微博“自塑”的四个形象基本一致ꎮ

图 ７　 “欧盟在中国”微博评论聚类语义网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但是在微博评论区的聚类语义网中ꎬ“欧盟”“中国”和“美国”成为语义网中的核

心关键词ꎬ“欧洲”在语义网中的重要程度降低较多ꎮ 可见ꎬ中国网民更多关注中美欧

三角关系ꎬ将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和欧美关系放在一起来讨论ꎮ
其次ꎬ与微博原文聚类图相比ꎬ微博评论聚类图中欧盟成员国的出现频率非常高ꎬ

不仅有欧盟中实力较强的“德国”ꎬ也有本次疫情中受到冲击较大的“意大利”ꎬ还有脱

欧的“英国”ꎮ 这表明中国网民对欧盟的认同不仅来源于欧盟对欧洲的统领作用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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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欧洲各国作为重要关注对象ꎮ

再次ꎬ微博评论区中涉及的议题也比微博原文丰富ꎮ 除了新冠和欧盟团结ꎬ中欧

合作这些议题外ꎬ微博评论区还出现一些新的聚类ꎬ比如涉及“香港” “国安法” “内

政”等关键词ꎮ

从两张聚类语义网中可以看出ꎬ“欧盟在中国”的微博原文与微博评论聚类语义

网络存在一定差异ꎮ 但是两个语义网中也存在共同的议题ꎬ比如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ꎬ团结和合作抗疫等ꎬ两个语义网在这些议题上有相同的高频词ꎮ 本研究对微博原

文及评论区共现矩阵进行置换处理后分别形成有 ２０ 个共同高频词的共现矩阵ꎬ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 对两个共现矩阵进行 ＱＡＰ 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在疫情相关和全球合作上ꎬ“欧

盟在中国”微博原文与评论区语义网相关系数 ｒ 为 ０.４５０ꎬ为正相关关系ꎬｐ 值为 ０.

００４ꎬ呈显著相关ꎮ

为进一步了解那些有差异性的聚类议题ꎬ并进一步探究欧盟驻华使团多大程度上

通过“欧盟在中国”微博账号的数字公共外交活动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ꎬ本研究

进一步对评论内容进行话语分析ꎮ

(二) “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与评论“对话”的话语分析

通过前文关于对话理论的文献梳理ꎬ我们看到ꎬ肯特和泰勒提出的公共关系对话

理论认为公共关系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对话关系由五个关键要素组成ꎬ即“相互性”“接

近性”“移情性”“风险性”以及“承诺性”ꎮ① 不仅如此ꎬ他们还提出ꎬ在互联网上建立

对话时ꎬ应该建立对话回路(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ｌｏｏｐ)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ꎬ并积极地促进受众进

行回访ꎮ② 本研究将从这五个要素出发ꎬ通过 “欧盟在中国”账号的四个形象塑造ꎬ探

究其微博原文与评论多大程度上建立了“对话”关系ꎬ以此分析欧盟数字公共外交形

象“自塑”的效果ꎮ

对话理论强调对话不是一个过程或一系列步骤ꎬ相反ꎬ它是持续沟通和人际关系

的产物ꎮ 对话的相关性要素就是指承认主体和公众是紧密联系的关系ꎮ 欧盟驻华使

团开通“欧盟在中国”微博账号ꎬ这本身就是欧盟公共外交的实施ꎬ以期更好地与中国

网民交流ꎬ提升欧盟在中国的形象ꎮ 所以对于相关性这一公共关系对话要素在欧盟驻

华使团与中国网民之间是存在的ꎮ 在展示疫情下的“常态欧洲”形象时ꎬ欧盟驻华使

团微博更加着眼于普通公众的参与和互动ꎮ “欧盟媒体识读周”“中欧建交 ４５ 周年”

和“欧盟知识 ６０ 问”的线上互动活动ꎬ吸引了大量中国网民参与答题和回复ꎬ有利于

７６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ｕｒｅｅｎ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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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ꎮ
然而ꎬ虽然互联网为公共外交主体与受众在同一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对话关系提供

了可能ꎬ有学者也指出主体和公众有这样对话交流的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并不意味着二

者的行为是对话ꎬ从而能建立对话关系ꎮ① 对话的接近性提倡一种修辞交换ꎬ是一段

关系的取向ꎮ 对主体来说ꎬ对话接触意味着在影响他们的问题上征求公众的意见ꎻ对
公众来说ꎬ对话接触意味着他们愿意并能够向组织表达自己的要求ꎮ②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至 ６ 月的所有“欧盟在中国”微博中ꎬ一方面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表达其观点或

发布其活动ꎻ另一方面ꎬ中国网民针对微博内容进行评论ꎬ有些评论表达出希望欧盟做

出进一步解释的要求ꎬ然而可惜的是ꎬ欧盟驻华使团并没有一条微博有类似征询的话

语ꎬ也没有一次对网民的问询进行回复ꎬ更没有对评论区评论关注的热点进行任何回

应ꎮ 例如ꎬ在欧盟是负责任的规范力量的国际形象塑造上ꎬ 以欧盟对于“５􀅰１７ 国际

不再恐同日”的支持为例ꎬ５ 月 １６ 日的微博介绍了欧盟对于“平等”这一欧盟核心价值

的理解ꎬ获得了评论区大多数读者的支持ꎮ 超过一半的微博评论都表达了自己对“无
歧视”和“多元”的理解和赞同ꎬ然而“欧盟在中国”没有对这些支持者的评论进行任何

回应ꎮ ５ 月 １７ 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当天的微博也只是向受众介绍欧盟的参与情况ꎬ
与前一天的微博内容只有主题相同ꎬ没有内容上的关联ꎬ“欧盟在中国”账号也没有表

现出对对话回路的重视ꎮ
总体来说ꎬ欧盟驻华使团在微博的对话过程中ꎬ主要扮演“信息提供者”这一角

色ꎬ单方面向中国受众提供欧盟相关的信息ꎬ其微博内容也以“欧盟想传达的信息”为
主ꎬ并非受众导向ꎮ 而受众对于这种单方面接收信息的状况也表达过不满ꎬ特别是在

质疑欧盟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时ꎬ会采用“请回答􀆺􀆺”“那为什么􀆺􀆺”的句式ꎬ要求欧

盟对他们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ꎬ但是这些并没有换来欧盟使团的任何回应ꎮ 可见ꎬ接
近性对话要素并不存在于欧盟驻华使团的微博与中国网民之间ꎮ

移情性对话要素强调同理心ꎬ指的是对话关系要成功建构就必须存在支持和信任

的氛围ꎮ 这一要素在欧盟使团微博与中国网民之间存在与否则与微博主题密切相关ꎮ
在涉及欧盟是欧洲团结合作领导者的内政形象上ꎬ以“欧盟抗疫”“灵感欧洲”等为标

签的微博积极建构这一形象ꎬ中国公众的态度也基本认可欧盟的努力ꎬ比较积极ꎮ 例

如ꎬ４ 月 ３ 日的微博原文是关于葡萄牙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移民政策ꎬ该政策将疫情期

间在葡萄牙申请永居待批准的外国人视为永久居民ꎬ从而使他们获得包括卫生保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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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所有公共服务ꎮ 这条微博虽然与中国抗疫没有关系ꎬ但是体现了葡萄牙政府对于

移民生命安全的关怀ꎬ因此在评论区网友的话语主题主要为“生命至上”的人权话语ꎬ

认为葡萄牙政府的这一措施才是对移民的负责ꎬ并且支持葡萄牙政府的措施ꎬ其中代

表性的评论为“这太负责任了”“有爱的国度”等ꎮ 再如ꎬ４ 月 ３０ 日的微博展示了一位

荷兰的花卉种植者用 ３００ 种郁金香种出了特殊的图案ꎬ以此来致敬抗击新冠疫情的医

护人员ꎮ 这条微博的故事主角是一个没有姓名的普通人ꎬ但中国受众从其中感受到这

位荷兰花卉种植者面对疫情的乐观与对医护人员的尊敬ꎬ由此产生了移情效果ꎮ 因

此ꎬ虽然该微博下仍然有质疑欧盟抗击疫情能力的评论ꎬ但更多是有如“那年五月我

在荷兰看郁金香盛开”“荷兰用鲜花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的

正面评论ꎮ

但是ꎬ在塑造欧盟是中国全球议题合作伙伴的形象上ꎬ移情性对话是否存在与微

博原文主题和态度密切相关ꎮ 如果欧盟对中国抗疫持支持态度ꎬ或者表现出对于国际

合作的肯定ꎬ即与中国官方的话语相对一致时ꎬ中国网民会较多持移情性对话ꎬ展现价

值认同话语ꎻ而如果欧盟使团所表达的观点与中国官方话语不一致时ꎬ中国网民则会

持强烈的价值反对话语ꎮ 例如 ４ 月 ２４ 日微博原文强调了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ꎬ

中欧在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物资和援助ꎬ体现了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的中欧“合

作话语”ꎮ 这条微博的评论区也几乎只出现了“合作话语”ꎬ并且对欧盟均持积极态

度ꎬ体现了中欧双方支持和信任的氛围ꎬ网民评论也均为价值认同ꎮ 但是ꎬ５ 月 １９ 日

的微博引用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文章ꎬ提出“信任与对等是中欧合作的

必要要素”ꎮ 在这条微博的评论区ꎬ热度最高的前三条评论ꎬ都对这一观点持中立偏

负面的态度ꎬ出现了如“希望欧盟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能影响世界的一极”“中欧关系

的核心缺陷在于ꎬ欧洲一直试图凌驾于平等关系之上”的质疑ꎬ“欧盟在中国”账号也

没有对此进行回复ꎬ之后的微博更是直接将主题转变为“欧盟生物多样性周”ꎬ使得对

话的回路直接断裂ꎮ 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议题中ꎬ价值反对立场更加明显ꎮ ６ 月 １

日微博原文摆出了欧盟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ꎬ认为中国的行为违背了«中英联合

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ꎮ 而在评论区的 ４８０ 条评论中ꎬ几

乎全部都是对于欧盟声明的价值反对话语ꎬ包括认为欧盟仍然是依附美国的“欧美同

盟”话语和欧盟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具有双重标准的“人权理念双标”话语等ꎮ

风险性要素强调对话双方可能会冒关系风险ꎬ利奇(Ｓｈｉｒｌｅｙ Ｌｅｉｔｃｈ)和尼尔森(Ｄａ￣

９６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ｖｉｄ Ｎｅｉｌｓｏｎ)指出ꎬ真正的对话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测和危险的结果ꎮ① 这一对话关系风

险性要素在欧盟驻华使团微博与中国网民之间表现明显ꎬ而且多以涉及中欧关系形象

塑造的微博为主ꎮ 由于受众的广泛性会造成评论的多样化ꎬ同一条微博的评论区可能

会出现对该微博原文的不同解读和观点ꎮ 以 ６ 月 ４ 日的微博为例ꎬ其原文是欧盟外交

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的讲话ꎬ主题是阿富汗、中国的局势ꎬ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如何影响到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ꎮ 文中特别提道:“中美之

间的竞争ꎬ正在成为后新型冠状病毒世界的结构性因素ꎮ 这种趋势正在变得更确定ꎬ

也更有争议性ꎮ 我们在会议上一致认为ꎬ必须加强基于我们的利益和原则的政策ꎮ 我

们一致同意ꎬ不可能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框架ꎬ因为它太复杂ꎮ 它

并不适合于一个单一的类别ꎮ 中国是盟友还是对手? 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是两者

兼而有之ꎮ”

对于欧盟驻华使团来说ꎬ这条微博表达了欧盟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ꎬ虽然

在这条微博的评论区ꎬ中国网民对于阿富汗人权问题、中欧关系、中国的碳排放量三个

核心议题都进行了讨论ꎬ然而不同的网民话语反馈反映出中国网民对于欧盟想要传达

观点的不同价值判断与自我认知ꎮ

以其中对中欧关系的评论为例ꎬ一共出现三种不同的话语ꎮ (１)“中—美—欧”多

边话语:认为欧盟对于中欧关系的探讨是放置于“中—美—欧”多边关系框架下的ꎬ欧

盟的讨论本质上是在中美关系中“选边”ꎬ代表性网民评论为“多极化世界是必然ꎬ欧

盟应该要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责任ꎬ维护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ꎬ而不是跟随美国亦步

亦趋ꎬ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为世界一极的欧盟应该有的态度”ꎮ (２)价值认同话语:

认为欧盟关于中欧关系的讨论是建立在理性与建设性的角度上进行的ꎬ认可欧盟为了

中欧关系做出的努力ꎬ代表评论为“整体上是建设性的ꎬ赞赏欧盟通过对话沟通解决

分歧的态度”ꎮ (３)价值反对话语:认为欧盟关于中欧关系的讨论没有意义ꎬ欧盟不会

将中国放在与其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ꎬ代表评论为“这就是你们干涉中国内政的原

因? 醒醒大清亡了”ꎮ

从表面上看ꎬ这三种话语代表了受众对于“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的回复ꎬ是中国

网民对于“中欧关系”这一议题的不同态度ꎮ 但就其本质而言ꎬ话语所代表的是其背

后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认同ꎬ微博原文与评论区的话语差异ꎬ代表了欧盟在进行自身形

象塑造时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与该账号中国受众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ꎬ这也是欧盟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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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通过微博进行公共外交、同中国公众进行对话时不可避免要承担的风险ꎮ 在 ６ 月

４ 日的微博评论中ꎬ三种话语中“中—美—欧”多边话语占主导地位ꎬ其次是价值反对

话语ꎬ最后是价值认同话语ꎮ
对话的承诺性要素反映了传播主体和客体在沟通过程中ꎬ愿意投入对话、解释对

话和理解对话的程度ꎬ因为对话关系的建构是为了共同利益和相互理解ꎬ而不是为了

击败对方或利用他们的弱点ꎮ① 对话承诺性的存在与对话的接近性密不可分ꎬ前文所

论述的欧盟驻华使团微博与中国公众对话关系建构中接近性的缺失也使得承诺性对

话要素无法存在ꎮ

综上可以看出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的欧盟驻华使团与中国网民的数字公共外

交关系中ꎬ对话理论五个要素里“相互性”和“风险性”都存在ꎬ“移情性”的存在取决

于微博正文的内容主题ꎬ而“接近性”和“承诺性”不存在ꎮ 虽然对话关系并不要求在

每次对话活动中这五个要素都同时必然存在ꎬ但是ꎬ在对话关系中ꎬ这些原则存在得越

多越明显ꎬ对话双方建立的关系就越强ꎮ 由此可见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与中国网

民建立的对话关系不仅不强ꎬ而且十分微弱ꎮ

此外ꎬ前文的论述也显示“欧盟在中国”的微博原文与评论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

体现了欧盟驻华使团与广大中国网民的“对话”过程ꎬ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欧盟官方话

语与中国官方话语的再次表达ꎮ 图 ６ 和图 ７ 的语义网络分析表明ꎬ微博评论区的议题

数量远多于微博原文ꎬ受众并不满足于欧盟发布的微博内容ꎬ而开始探索自己更为关

注的议题ꎮ 然而ꎬ即使受众在微博评论区进行提问ꎬ“欧盟在中国”的账号也不会进行

回复或者临时改变话题ꎬ仍然按照既定的步调进行微博议题的发布ꎮ “欧盟在中国”

账号中的欧盟形象建构以欧盟自身公共外交策略为主导ꎬ并没有因为受众的反馈而有

丝毫调整ꎮ 尤其是中国网民在评论区针对欧盟疫情防控政策的质疑ꎬ欧盟官方账号并

没有进行任何回应ꎬ仍然以固定的议程进行微博发布ꎬ导致评论区还会出现在当天微

博下方追问前一天微博中出现的问题的现象ꎮ

可见ꎬ“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与评论实际上是针对同一议题进行形象塑造与价

值声明ꎬ而不是基于一方的话语进行回应ꎬ双方不仅没有形成“对话回路”ꎬ也不存在

对话关系的接近性和承诺性ꎮ 虽然数字公共外交通过微博的使用帮助了欧盟驻华使

团更便捷地进行形象“自塑”ꎬ然而这一过程却没有因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可以对话

的结构而真正形成双方的对话关系ꎮ 因此也才会出现偏离对话主题甚至完全不相关

的评论ꎬ即虽产生了“评论”却非“对话”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其微博账号建构的“自

１７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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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象传播效果并不理想ꎮ

七　 结论与讨论

新冠疫情大流行促使外交变得更加数字化ꎬ居家隔离、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也使

得多数外交活动都在网上进行ꎬ各国领导人通过各自的电脑屏幕讨论议程甚至对峙ꎬ

这也进一步促进数字公共外交的发展ꎮ 使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开展的数字公共外

交ꎬ因其双向互动性ꎬ所以更加重视公共外交实施者和外国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建构ꎮ

本研究从对话理论视角探讨欧盟在华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及其效果ꎮ 研究发现ꎬ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其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信

息、举行线上活动ꎬ与中国网民交流ꎬ积极开展公共外交ꎮ 欧盟驻华使团的微博账号以

发布原创信息为主ꎮ 在其发布的信息中ꎬ超过半数与疫情相关ꎬ包括新冠疫情下欧盟

如何领导和团结欧洲各国进行抗疫ꎬ以及中欧合作和在全球抗疫中做出贡献等ꎮ 同

时ꎬ也展现了欧盟作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行为体仍然继续在其他国际议题和全球治理中

发挥作用ꎮ

欧盟通过其微博账号试图向中国公众塑造了四个欧盟形象ꎬ即欧盟是国际事务中

负责任的规范力量ꎬ是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ꎬ是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伙伴以及

新冠疫情下的“常态欧洲”ꎮ 其中第一个形象与欧盟长期以来塑造和建构的“欧洲规

范性力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一致ꎻ①第二个形象想要修正与新冠疫情暴发初

期欧盟机构领导力缺失、各成员国缺乏团结ꎬ以及欧洲民调对欧盟能力认可度低的负

面形象密切相关ꎻ②第三个形象与欧盟驻华使团承担着维护和促进中欧关系的角色有

关ꎬ也与中国媒体中欧盟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Ｐａｒｔｎｅｒ)形象一致ꎻ③第四个形

象是疫情特殊时期欧盟驻华使团想要尽量塑造一个欧洲没有受疫情太大影响的“常

态化”动机有关ꎮ④

当数字化的平台成为新公共外交的载体时ꎬ数字社会中的个体不仅仅是获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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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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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ꎬ他们可以对信息进行编辑、评论、转发ꎬ可以和作者进行互动ꎮ① 在中国网民反馈

方面ꎬ研究比较了“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和评论区的网民评论的两个聚类语义网络ꎮ
研究发现ꎬ除了在新冠疫情和全球合作议题上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微博原文与网民评

论有显著相关关系外ꎬ网民评论的议题更加丰富和多样ꎮ 比如在中欧关系的讨论中ꎬ

网民更加集中在“中－美－欧”多边话语ꎬ这也是高频词“美国”占据中国网民评论的语

义网络中心的原因之一ꎮ 从公共关系对话理论的五要素出发ꎬ本研究进一步结合欧盟

驻华使团通过官方微博账号“自塑”的四个形象与 ３２０１ 条评论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ꎬ
研究发现“相互性”“接近性”“移情性”“风险性”和“承诺性”五个要素并不都存在于

欧盟驻华使团与中国网民的关系中ꎬ二者的交流不仅没有形成对话回路ꎬ而且没有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关系ꎮ
总体来说ꎬ虽然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数字公共外交在传播技术上提供了双向交流

的平台ꎬ要真正实现新公共外交的国际行为体与外国公众通过接触和对话实现“长期

的关系建构”②并不容易ꎮ 至少ꎬ目前的“欧盟在中国”官方微博尚未做到ꎮ 虽然“欧
盟在中国”成功地抛出了自己的议程ꎬ比如ꎬ“欧盟在中国”微博原文中只出现一次的

香港问题ꎬ在网民评论的语义网络中却占据了一个语义聚类ꎬ但是ꎬ欧盟驻华使团通过

议题的设置并没能实现与网民对话ꎬ并不是听到反馈加以回应的过程ꎬ而仅仅是数字

公共外交的双方就同一议题的官方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重申ꎮ
从目前情况看ꎬ虽然欧盟驻华使团在疫情期间积极向中国网民塑造了四个欧盟形

象ꎬ但其数字公共外交仍然是欧盟的独角戏ꎬ并未完成与网民的关系建构ꎮ 前人的研

究也表明ꎬ只依靠大量的信息发布而缺少与受众的互动是无法带来正面影响的ꎬ甚至

会造成受众对于国家实力的认知与公共外交认知出现不匹配而影响国家形象塑造ꎮ③

真正的对话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换ꎬ中欧双方在一些价值观念上有分歧ꎬ再加上语言交

流受文化背景影响的复杂性ꎬ在中国有效实施数字公共外交更需要欧盟驻华使团通过

其官方微博对中国网民就议题的反馈进行有效回应ꎬ而不只是自己主导话语体系和价

值观单向的反复表达ꎬ否则对话关系不但无法实现ꎬ而且容易造成受众流失ꎮ
借助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实施公共外交是为了更好地与外国公众交流ꎮ 正是社

交媒体平台的互动性使其成为包括国际多边组织、政府机构、企业、民间组织或个人在

内的国际行动者实施“新公共外交”的主要阵地ꎬ更好地与外国公众接触ꎬ以实现对话

３７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

①

②
③

Ｄａｍｉｅｎ Ｓｐｒｙꎬ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ꎬ Ｕｓ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ｅ ｂ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ꎬ”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 Ｖｏｌ.１６８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６２－８０.

Ｉｌａｎ Ｍａｎｏｒ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赵鸿燕、何苗:«外国驻华使馆“微博外交”及其启示»ꎬ载«现代国际关系»ꎬ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ꎬ第 ５０－５５ 页ꎮ



和长期关系建构为目标的传播活动ꎬ从而更好地实现外交目的和实施外交政策ꎮ 毕

竟ꎬ成功的公共外交是为了走向更深层次———合作ꎬ而不是对抗ꎮ 欧盟驻华使团的官

方微博账号提供了欧盟与中国广大网民双向交流的平台ꎬ然而ꎬ其“官方属性”可能使

其更加重视自身信息内容的发布ꎬ而忽略与公众的互动ꎬ未能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平台

双向交流的功能ꎬ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ꎮ 如果欧盟驻华使团官方微博可以针对网友有

争议性的评论进行一些回复ꎬ通过“回应”与“对话”ꎬ就双方有分歧的议题进行沟通ꎬ

将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ꎬ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单向发布信息“自说自话”ꎬ就各自的话语

体系再次表达ꎬ难免会造成心理落差ꎮ

此外ꎬ作为欧盟加强数字公共外交战略的一部分ꎬ欧盟驻华使团新浪微博平台的

使用也为欧盟整体公共外交服务ꎬ以在世界范围内塑造积极的欧盟形象ꎮ 与同期欧盟

委员会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和欧盟驻日使团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官方账号上发布的信息相比ꎬ三个账号都

最注重欧盟国际形象的塑造ꎬ突出“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欧洲”(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和“推广我们欧洲的生活方式”(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欧盟政策 /形

象框架ꎬ展现出欧盟是国际规范力量的形象ꎮ 当然ꎬ作为欧盟驻第三国代表团ꎬ欧盟在

当地的社交媒体账号也会突出对双边关系的关注ꎮ 不同的是ꎬ欧盟驻华使团微博对欧

洲绿色新政和文化创意的强调远高于欧盟驻日使团ꎬ而欧盟驻日使团 Ｔｗｉｔｔｅｒ 则更重

视对欧盟经济力量的传播ꎮ①

形象的塑造和认知的建构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ꎮ 要促进相互理解ꎬ建立战略互

信ꎬ不仅需要中欧双方都能充分使用社交媒体双向互动的平台ꎬ更需要从多个层面建

构对话关系ꎮ 从高级别的政治对话、经济对话到人文交流对话ꎬ从政府领导者、各行业

精英到普通民众ꎬ如果交流可以避免单向宣传ꎬ而促成双向对话ꎬ形象“自塑”将会有

更好的传播效果ꎮ 此外ꎬ对于欧盟来说ꎬ其自身作为超国家(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和政府间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联合体的复杂性质也不容易被中国网民理解ꎬ同时ꎬ中欧关系在过

去几十年的起起伏伏以及外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ꎬ给中国网

民对欧盟认知的形成造成一定困难ꎮ 因此ꎬ欧盟驻华使团更有必要担负起向中国公众

积极传播欧盟形象的重任ꎬ促进交流与对话ꎬ避免误解ꎬ从而促进中欧战略互信的建

立ꎬ为中欧关系积极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ꎮ

(作者简介:张莉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

所长ꎻ崔杨臻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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